
第１３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２５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ＧＳ（２００８）Ｚ０３８）
作者简介：付永正（１９８０），男，满族，天津市人，讲师。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
经济状况述评

———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付永正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甘肃 定西　７４３０００）

摘　要：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对甘肃地区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廷在

西北的政权统治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

设等方面状况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此次大起义破坏了甘肃地区的经济，减少了人口，但同时也给

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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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新驿道是贯穿清代甘肃全省的主干驿道，

东由陕西凤翔府长武县入甘肃泾州境，沿途依次经

过泾州（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平凉县、华亭县、

隆德县、静宁州、会宁县、安定县、金县、兰州省城、皋

兰县、庄浪厅、平番县、古浪县、武威县、永昌县、山丹

县、张掖县、抚彝厅、高台县、肃州、玉门县、安西州，

最后进入新疆哈密境。清代陕甘新驿道因以兰州为

中心和枢纽，故有“兰州官路”之称。详而划分，陕

甘新驿道又分为陕甘驿道和甘新驿道两段。陕甘驿

道分界地，据乾隆八年甘肃巡抚黄廷贵在奏折中明

确指出：“甘属河东，自泾州瓦云驿起，至皋兰县之

兰泉驿止，上接陕西、下达河西，共处冲途之内，同一

供应之烦。”［１］祁韵士亦言甘肃泾州瓦云驿“乃陕、

甘二省分界处也”［２］。光绪二十九年，西宁办事大臣

阔普通武回京途经平凉时，亦指出瓦云驿“以东为

陕西地”［３］。可见，清人确有以泾州瓦云驿为陕甘两

省驿道分界地者。然此非确切分界地，实言之，当以

泾州窑店为清代陕甘两省驿道分界地。道光二十九

年，董醇在日记中指出，“窑店原居之半，其东属陕，

其西属甘”［４］。光绪三年，冯?光西行途中日记中亦

言道：“（长武县城西行）三十里窑店镇，交甘肃泾州

界。”［５］上述两则史料均可佐证泾州窑店当为清代陕

甘两省驿道准确分界地，直到今天，甘肃省泾川县仍

以窑店为与陕西分界地。

清人多以安西州“马莲井驿”为甘新驿道分界

地。对于马莲井驿位置，有文献载“马莲井驿西行

七十里至新疆哈密厅属猩猩峡驿”［６］；《新疆舆图风

土考》则载“（马连井子西行）八十里猩猩峡”［７］。此

驿道里程略有出入，考证有失精准。据《哈密志》记

载：“（哈密）东界自城至星星峡界牌”［８］。此界牌位

于星星峡台向东三十五里处。基于此，以星星峡界

牌为甘新驿道分界线更为恰当。



终清之世，“陆路成为甘肃地区最为重要的行

人载物的途径”［９］。陆路中的陕甘新驿道作为甘肃

地区传递军情公文、解送俸饷、迎送官员的主要陆路

通道，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密集设置驿站，以确保

道路畅通。仅据《光绪清通典》统计，清廷在甘肃设

置驿站１８４，与直隶驿站１８６旗鼓相当［１０］。同治西

北回民大起义期间，陕甘新驿道沿途许多地区沦为

战场，驿道一度中断，清政府西北交通线陷入瘫痪。

驿道沿途地区经济是整个甘肃地区经济状况的晴雨

表，对驿道沿途地区光、宣二朝经济状况进行研究，

有助于深入认识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政

局、经济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局势。

一、堡　废

　　甘肃各地修筑堡寨的习俗历史久远，清代同治

年间，左宗棠在镇压甘肃陕甘回民大起义时尤为重

视修筑堡寨，“每得一地，即于后方建筑坚垒，以资

互相联络”［１１］。是时，甘肃全境以省垣兰州周匝所

筑堡寨最多。至同治十年，“甘省东之金县，西之平

番，及北山秦旺川、土门、大靖、兔窝、打鱼沟、五道岘

等处，近年修筑民堡，大小不下数百”［１２］。同治年间

甘肃各地修筑的堡寨类型、特点及发挥的作用，拙作

《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的作用》［１３］一文中

已作详细论述，兹不赘言。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期

间，陕甘新驿道沿途亦修筑众多堡寨，将驿站、递铺、

行台桶护于内，甚至派遣一定数额制军以保驿道安

全畅通。因此，陕甘新驿道沿途各堡寨成为清军与

回民军争夺的重点目标，兵燹后许多堡寨被毁弃。

成书于光绪辛卯年（１８９１）的《辛卯侍行记》内详细

记载了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陕甘新驿道沿途堡寨

存世状况：固原瓦亭驿，战后该堡子内“民居约六十

余户”［１４］；宁夏隆德境内之神林堡（今神林镇），战后

堡子内“居民四五十户”［１４］；安定县称钩驿堡子，此

时也仅仅“居民二三十户”［１４］。上述史料均反映了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陕甘驿道沿途堡寨内居民锐

减现象，此则堡废前之萎缩表现也。

更有甚者，甘新驿道沿途大量堡寨毁于战争，战

后仍未修复。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裴景福由双塔

堡至靖边堡途中，见“沿途过小村堡，空垣荒凉，回

乱所毁”［１５］。至大河驿（属古浪县）时，该驿已“颓

垣赤立，约半里，亦回乱所毁”［１５］。同年方希孟亦曾

途经大河驿，所见亦是“白草荒寒，颓垣堵立。回乱

焚毁，至今尚未复原”［１６］。

甘新驿道沿途被毁弃的何止堡寨，各驿站间的

墩铺亦有不同程度的废弃。光绪三年，甘新驿道兰

州至凉州段，“沿途塘汛甚多，惟倾圮存旧址而

已”［５］；自凉州至肃，“每五里设一墩铺，皆以相距里

数为名”［５］，光绪三十二年裴景福西出凉州时，见

“途次间有墩店，空垣破屋，不见一人”［１５］。此景一

直延续到清末，宣统三年（１９１１），袁大化由兰州向

西至永昌县，“沿途驿站，多余颓壁，空无居人。经

回乱后，至今未能复元，地广人稀，于此可见”［１７］；袁

大化途经永昌县水磨关时，见“茅屋数椽，余皆破墙

废院，一片荒凉，沿途驿站类如斯”［１７］。

光绪初年，甘肃政局出现短暂稳定局面，清廷展

开了一系列恢复性经营活动，采取了诸如“兴筑城

堡”［１８］等措施，于驿道要塞及锁钥之地补修堡寨，派

驻官兵以资驿道通畅，遂有平凉安国镇，“有防营新

筑堡”［１４］；六盘山下，“瓦亭，亦固原地，置驿，驻绿营

兵千总总领之。兵民百余家，筑堡若城府，北踞山，

南到涧”［１９］类似举动。然而上述行为范围甚小，作

用甚微，并不能扭转光绪、宣统朝驿道沿途堡寨渐趋

残破萎缩，直至毁弃的总体命运。

二、民　贫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中，清军经年同回民军鏖

战，甘肃地区民众的生计多陷入困顿，日益贫困化，

居处陕甘新驿道附近村落民众的生计尤甚，民贫成

为社会普遍现象。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陕甘新驿

道沿途民贫表现之一，各堡寨村落人口锐减。民众

逃亡，战罹于战火，使驿道沿途各地人口不同程度减

员。同治十三年，左宗棠视察甘肃各地军务时曾

“见甘、凉、肃一代难民络绎。时届严寒，尚多赤身

裸体，流转道途”［１２］，更有“平、庆、泾、固井邑均空，

千里而遥，黄茅白骨”［２０］。此则人口锐减之宏观认

识也。具体到驿道沿途村落情形，更能从微观角度

折射出减员之程度。为了直观认识到人口的锐减，

本文对驿道沿途村落战乱前后人口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安定县砏口镇：此镇系陕甘驿道安定县境内一

冲要大站。战前的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林则徐贬

戍新疆，途经此地时见“砏口地方略大，尚有集

市”［２１］，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的光绪辛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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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该镇却是“土房五六十，瓦房二三”［１４］而已；

安定县车道岭：“下岭，进一村，见人家房舍俱空，只

徒壁立。闻十年前尚有百余家，今则寥寥十余户，可

见兵燹后之景象矣。”［４］人口锐减的既有驿站沿途的

汉族民众，又有回族民众。嘉庆十年（１８０５），祁韵

士途经肃州惠回堡时“回民比屋皆是”［２］，而“此地

回民，经同治回变以后，丧亡已尽”［２］。

陕甘新驿道沿途民贫表现之二，同治陕甘回民

大起义后的屡次战事及匪患，造成驿道沿途村落居

民家产尽丧，商业萧条，民众生活日艰。隆德县为甘

肃东路驿道紧要地方，因历年遭匪患，元气大丧，

“骡马自匪患起抢夺净尽，现养以资工作者仅驴牛

而已”［２２］。甘新驿道高台县花墙子堡：光绪三年，

“堡城甚大，林《记》谓粮食互市之所，今无市，惟居

民三百家耳。是处稽察甚严”［５］。驿道沿途商业的

凋敝由此可见。此堡至光绪三十三年，“堡内民约

二百余家，泥衢污秽，小儿多不著裤，上衣亦不蔽体，

鸠形鹄状，老幼皆然”［１６］。民众生活艰难若此，惨烈

至矣！

三、兵　疲

　　有关驿站职责，清代《衙役职事》载：“凡驿马差

事过境，前站溜单一到，随即呈官阅看，转溜前途，并

知会厨房酒席、水脚若干，照前溜理，一面着人前途

探听迎接，一面预备船只，由陆路预备夫马。”［２３］陕

甘新驿道沿途驿站亦担负上述职责，又因兵火四起，

差役尤繁。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以后，驿道沿途驻

扎的营兵亦遭重创，此后直至清亡，陕甘新驿道沿途

营兵经年疲惫不堪，窘困异常，兵疲成为光、宣二朝

驿道沿途驿站、汛塘、营台官兵存营状态的最恰当

概括。

兵疲表现之一，官兵疲于迎送往来官员。光绪、

宣统年间，甘新官员赴任，遵循旧例，仍驰驿前往，沿

途车马相继，官兵屡屡受其役使，多为赔累。光绪二

十五年，旗人阔普通武赴任西宁办事大臣，留宿安定

县境内称钩驿时，“是驿馆役请人入山凿冰煮

茗”［４］；光绪二十九年，阔普通武返京宿安定西巩驿，

“门人赖春霆已先在此迎候，并指挥邮吏打扫馆

舍”［４］；阔普通武过六盘山段时，固原防营屯于关圣

庙寺内，上下山有兵护送。如此一员官员往来尚扰

得沿途诸多驿站、营汛官兵迎送，那么朝中大员往来

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再如袁大化途经安西县双塔堡

时，“千总李正祥带老兵数人来接见”［１７］；另如新疆

巡抚陶模之子陶保廉赴新疆省亲，经由陕甘新驿道，

到达肃州临水驿时，“权知州事秀水朱味笙宗祥，及

城守营游击以下各武员均来”［１４］。此累及驿道沿途

官兵者更甚。清末西北战事连绵，驰经陕甘新驿道

的官员不可胜数，驿道沿途的官兵迎送任务极其繁

重，此兵疲表现之一端也。

兵疲表现之二，驿道沿途兵员缺额，兵丁多为老

弱病残。光绪元年，甘省兵燹之后，营务废弛已久，

此时甘肃已是“标协营汛额缺既多虚悬”［１２］。后虽

经整顿，渐有起色，但兵不足额现象仍普遍存在，兵

源亦紧张异常，甘肃地区久罹战乱之苦，青壮多不愿

济身戎伍。光绪朝“时甘肃征兵，应者寥寥”［１６］现象

也属自然。光绪二十九年，阔普通武由西宁返京，亲

见平凉府城：“惟近日裁兵节饷，道旁营房，只存一

门、四墩台、一旗竿而已。迎送诸兵，亦不过一哨长

带制兵七八名，一旦有事，何以布置？”［４］

兵疲表现之三，官兵军饷发放困难，驿卒汛兵生

活困难。清末，甘肃军饷尤难供支。军饷屡屡遭到

克扣和拖延发放，各营属士兵生活之艰辛自不待言，

遑论陕甘新驿道沿途驿卒的生活。光绪三十三年，

方希孟见玉门县城“而为西上首冲，差使络绎，官困

兵窳，恒虞乱作”［１６］。宣统三年，袁大化途经安西县

白墩子见“汛官衣服蓝缕，如聋如聩”［１７］。

四、余　论

　　范文澜曾指出，同治西北回民大起义“沉重地

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２４］。回民大

起义对光绪、宣统两朝甘肃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不

能仅单纯用沉重打击来概括总结，事实上同治回民

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破”和

“立”不同发展趋势。

第一，“破”主要表现为该时期甘肃地区经济遭

到严重破坏，上面所论的堡废、民贫和兵疲三大方面

即是直接体现。陕甘新驿道沿途无论驿站所处的堡

寨，抑或军队所驻扎的军堡，均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的

破坏，战后仅剩断壁残垣。驿道沿途的堡寨或为官

筑，或为富户所修，堡废表明驿道沿途各地封建世家

地主豪绅势力受到重创。

第二，“破”又体现在驿道沿途各地包括广大地

５０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　第１３卷　第２期



主豪绅、贫民阶层在内各阶层民众人口的锐减。战

后驿道沿途人口减少当为定局，同治朝以后甘肃各

地长期处在各类战乱中，如光绪朝乙未河湟之乱中，

“（是年）六月，平番回民亦勾结西宁回匪，据岔口、

武胜等处，掠及古浪、山丹，仆电木、毁驿站。”［２５］是

次回民起义中，“兰州来人云：甘凉一带，荒逃更甚，

云白彦虎进关。东路来人言：平凉一带亦复如

是”［２６］。引文中所述纵有虚饰夸大之处，但大体可

以反映出陕甘新驿道沿途州县确遭河湟之乱波及，

人口大量逃荒。

第三，“破”表现为驿道沿途商业的萧条。光、

宣两朝陕甘新驿道沿途的商业萧条是整体性的，众

多驿站行台、沿途州县府城的商业均呈现萧条特征。

尽管某些地区商业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整体上始终

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驿道沿

途商业出现了畸形繁荣，即鸦片贸易极盛，各地烟馆

林立。光绪三年，瓦亭镇（今属宁夏固原）“有土城，

驻迎兵数百，烟户数十家”［５］。

“立”则表现为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出现

了经济及社会风气的新发展。

第一，表现为驿道交通越发便捷顺畅。清代甘

肃运输业中，除少量水路运输外，绝大多数系人背担

挑，骡马驮载挽运。该时期，尽管驿道交通仍属落

后，但左宗棠用兵西北时派兵不断修筑。如陕甘驿

道三关口至瓦亭驿段，“昔时驿道沿山脊行，旅行多

苦之。清光绪初，邵阳魏午庄驻兵平凉，督师四万，

役夫八千，以数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关口迄瓦亭

驿，二十里始庆安途”［２７］；光绪三年，冯?光在会宁

县境内的驿道上见：“两山断处，中隔深沟，左军兵

弁多持畚?实土为平桥，行路便之。”［５］众多类似举

动，有力地推动了陕甘新驿道的建设。就此举，学者

李建国肯定评价道：“左宗棠大规模整修陕甘新驿

道，不仅为西北边防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发展西北

经济做了贡献。”［２８］

第二，光、宣二朝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中出现新元素。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凉州

设立电报局，开办邮电通信；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凉州设立农业实验局，改良农业，试种棉花。此外，

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建筑风格受到中原建筑特征影

响，许多以窑洞穴居人民逐渐改筑栋宇。诸如光绪

二十九年，今宁夏隆德西南的神林堡原本山边穴居

者，皆改筑栋宇。宣统二年九月，清廷上谕“裁改驿

站，扩充邮政”［２９］，各地开始着手裁撤官方驿站。民

国二年，甘肃各地驿站全部裁撤，清代陕甘新驿道沿

途驿站结束了使命，官控驿站退出甘肃历史舞台，取

而代之的是新式邮政及电报业，成为官方传递信息

的主渠道。而清代后期，甘肃境内传统驿道的衰落，

与这些新式交通通讯业的兴起存在密切关系，此则

甘肃乃至全国近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结　语

　　清同治朝以降，陕甘新驿道沿途出现了堡废、民

贫、兵疲等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足可表征清末甘肃

地区社会经济的衰败。清廷财力的枯竭，近代邮电

事业的冲击，加之社会政局的不靖，势必造成驿站沿

途堡寨的颓败，众多堡寨被废弃。驿道沿途许多士

绅家族遭受重创，贫民佃户尤不得免，生计全无所

资，民众生活越发贫困。军事力量是维系清廷在甘

肃地区的主要武装，经过同治回变后，驿道沿途的各

类军事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士卒生活疲惫不已。

凡此种种确是该时期甘肃地区经济衰败的表现，但

在这一巨变中亦出现了新变化，新经济元素及新习

俗的引进，为近代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的甘肃

地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可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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